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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我国抗病毒化学药物的专利合作网络研究，对于增强我国抗病毒药物创新主体合作关系、拓宽研发知识流动和创新演化规律的认知有重要意义。对江苏信息中心“新冠疫情专利信息平台”数据库中的专利分别进行整体结构、个体结构、药物维度和省市合作分析，主要发现如下：（1）我国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合作关系和合作次数一直在增加，但合作密度有所下降，该领域中各创新主体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合作空间；（2）专利合作网络关键节点如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等在不同阶段变动比较大，说明主体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3）防治不同类型病毒的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演化情况有所不同，这与病毒的特性有关；（4）从我国省市合作中心来说，出现了从北京为核心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省市合作转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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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tudied cooperative patent network of antiviral drugs for COVID-19 in China with the context of epidemic situation. It would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of antiviral agents in China and expand the recognition of R&D knowledge flow and innovationrules of Chinese antiviral agents. It studied the overall structure, individual structure, drug dimens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rovinces and cities,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COVID-19pat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Jiangsu information center.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scale,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frequency of COVID-19 related antiviral drug cooperation network have been increasing, but the density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The trend shows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cooperation among innovation subjects in this field; (2) Most of the key nodes such a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enterprises, have great variation in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which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iculties to establish long-term and stabl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innovation subjects; (3) The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scale and network density of antiviral drugs have changed differently, which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eases;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center between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ere is an evolving tendency from Beijing to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r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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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引发全社会对传染疾病防控及抗病毒药物研发的空前关注。研发出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是战胜新冠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一环。众多专利药物进入专家的视野，其中之一就是瑞德西韦（Remdesivir），该药由吉利德公司研发成功，期初该药的目的是针对埃博拉病毒，对SARS和MERS病毒也有效，由于新冠病毒与SARS有85%的同源性，因此推测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也有活性。由于研发抗病毒药物的时间和难度很高，因此“老药新用”是对抗新冠肺炎病毒的实际选择。抗埃博拉（Ebola）病毒、抗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病毒、抗艾滋病毒、抗流感和抗SARS（非典型肺炎）等药物都有可能对新冠病毒产生积极的防治效果。
新冠疫情以来，药品专利保护备受人们关注，由于研发难度大、成功概率低，联合进行药物研发并申请专利保护成为目前更多创新主体选择的路径，药物合作研发和专利共同申请将有助于增强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和信心。无疑，与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流行病导致的全球风险一样，新冠病毒的肆虐引发了当代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各国政府纷纷出谋划策，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专利已成为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有效工具。本文旨在分析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演化进程，这对于揭示抗病毒化学药物功能演变耦合过程及其演化机理，以及获取抗击和防控新冠肺炎的有效知识和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对目前专利合作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国内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如下方向：一是对创新城市群或国家之间的合作，如研究国内的长三角地区[1]、粤港澳大湾区[2]、京津冀[3]跨区域的城市群协同技术创新和知识流动，关注国家战略层面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中美科技合作网络和创新研究[5]；二是产业的合作创新，如新能源汽车产业[6][7]、石墨烯产业[8]、海洋产业[9]、ICT产业[10]和有机化学产业[11]等的合作态势和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研究；三是产学研合作创新，比如校企合作对象的选择[12]、产学合作网络[13][14]、产学合作的质量研究[15]、专利池重复联盟关系的创新机理效应等[16]；四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比如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构建[17]、所有制与企业跨域创新[18]、企业科技创新团队知识共享机制[19]等。
伴随着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通常被视为提升组织创新绩效的有效有段，国外学者也较多地通过专利合作研究了组织间合作的关系，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合作关系的效果。LouisM L（2020）指出国际合作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弥补人才和资金的缺口[20]，然而，合作网络亦存在弊端，Marcel B和Tom B（2019）指出区域间的合作网络并没有更好地促使区域间知识的扩散[21]；合作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之间的关系：Artur S(2019)研究了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的合作，指出两种合作应当齐头并进，否则仅有一种合作并不会促使区域的创新演化[22]，FanF和lianH（2019）指出较之区域内部的合作，区域之间的合作更为重要，区域内部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的创新效率，还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创新效率[23]。二是产业的合作创新。Alex F、Saidel R, Evandro M等人（2018）衡量了太阳能光伏（PV）领域，指出技术开放网络合作指标对光伏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德国和英国虽不是专利最多的国家却是技术最相关的国家[24]。Lorenzo A，Diego D，Antonio M P（2018）对物联网领域的合作专利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伙伴的组织多样性和地域多样性通过提高技术多样性对组织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25]。三是研究了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YangH(2019)认为年龄越大的学者以及女性学者进行合作创新的动机较之年轻学者和男性学者要弱[26]。Milani S(2019)研究了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领域中合作专利的数量，说明环境法规的相似性是能源技术合作的重要因素[27]。Anna R B和Laura M（2019）发现更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则促进了国际联合研究项目的合作论文发表，而不利于联合专利的产生[28]。
在与本文相关性比较强的医药领域合作研究中，Rikap C(2019)以罗氏、诺华和辉瑞药厂为例，指出大型药企进行合作的主要是仿制药知识模块，为了在技术竞争中取得成功，大型药企将创新网络的各个阶段外包给下属机构，下属机构不会成为由此成为专利的共同所有者，而大型药企则享有相关的创新租金[29]。Alexandre G，Bruna P和Carlos M（2018）对共同作者国家的网络分析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创新型中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员在预防和控制流行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0]。
总结现有研究，关于专利合作网络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从国内外的研究差异来看，国外研究更注重探讨国际合作或区域内外合作的效果，分析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则较侧重关注“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和具体产业的现状。从国内外的研究共性来看，聚焦物联网、石墨烯、新能源产业等高科技领域较多，但将抗病毒药物与专利合作网络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业界寻找“特效药”紧迫性使我们更应审视国内抗病毒药物研发的现状。而特效药的研发非一日之功，这是因为抗病毒药物研发的难度较大，特别人们闻之变色的SARS病毒和这次的COVID-19病毒属于容易错配和重组的RNA病毒，而多国和多机构的知识共享和合作可有助于推动新型药物的产生。鉴于此，本文意图以新型冠状肺炎相关的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时间及空间两个维度，剖析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网络结构和药物、空间分布的演化规律。
2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江苏信息中心“新冠疫情专利信息平台”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原样本数据共有专利33248件，根据本文的写作目的从中筛去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聚焦发明专利，由于专利申请18个月才进行公布，因此本次数据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最后数据样本共计22332件。
在这些专利中，抗Mers药物专利有8218件（占比36.80%），抗流感药物专利5115件（占比22.90%），抗非典药物专利1520件（占比6.80%），抗艾滋药物专利3948件（占比17.68%），抗Ebola病毒专利3531件（占比15.81%）。从占比可见抗非典药物最少，这是因为非典只在2002年和2003年有过集中暴发和大流行，之后该病毒再未出现过，相关药物研究、药理研究等都相对停滞。除此之外，2004年后SARS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发生过传播，也就没有SARS病人，无法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根据本文的写作目的，从22332条数据中最终提取合作专利数据1649件。图1统计了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合作申请的数量及占抗病毒药物发明申请专利总量比例变化趋势图。考虑到影响专利合作较重大的危机事件因素如SARS的爆发以及推动合作创新的国家政策出台，同时结合峰值年度出现的时间和大致相等的时间段划分，把时间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1996-2003年、2004-2010年和2011-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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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冠肺炎抗病毒专利合作申请件数和专利合作申请比例图
（1）第一阶段为1996-2003年，该阶段的专利合作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例平均值为8.82%，专利合作申请量平均值为17.88件/年。2002年开始爆发SARS流行性传染病，由于SARS病毒突发紧急，需紧急集中各研发单位力量共同研制药物，因而在03年达到了第一次抗病毒药品合作专利申请的高峰，其比例为12.64%；
（2）第二阶段为2004-2010年，该阶段的专利合作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例平均值为8.91%，专利合作申请量平均值为66.14件/年。期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7年颁布了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提高了新药申报门槛，单个中小制药型企业在新药研发、专利申请上显得势单力薄，需要联合同类企业共同研发，这一政策推动了各主体合作研发的动力。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1]，在政策颁布后的第三年即2010年抗病毒药物达到了第二次专利合作申请的高峰，比例达到11.53%；
（3）第三阶段为2011-2017年，该阶段的专利合作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例平均值为9.59%，专利合作申请量平均值为122.00件/年。可以看出，部分年度专利合作申请占总申请比例的值虽有下降，但第三阶段年度平均申请比例较之第二阶段明显增加。期间，2015年8月20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明确提高药品审评审批标准，该政策也推升了年度专利合作申请比率的上升。在该文件下发的两年后即2017年专利合作申请率较之2015年有明显提升。
3专利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分析
3.1 整体结构分析
本文利用Gephi软件绘制1996-2003年、2004-2010年以及2011-2017年三个阶段的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图4所示）。在该知识网络图谱中，节点表示专利申请人，连边表示申请人之间的合作申请关系。通常，节点值越大说明节点的度值越大，即节点合作范围越广；连边越粗说明相邻点间的合作频率越大，即相邻点间的合作关系越稳固。图2-4中节点由个人、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以及个人这四种类型构成。
如图2所示，在1996-2003年这一阶段中，主要特点是国内的合作比较松散，多为个人之间的合作，国外机构在中国合作申请专利则显得比较有系统性。有代表性的合作体有先灵公司与法马科皮亚公司之间的合作申请。
如图3所示，在2004-2010年这一阶段中，主要特点是企业之间合作日益加强，国外在华合作申请专利的代表除了有先灵公司与法马科皮亚公司之间的联合申请，还增加了墨尔本保健公司、奥斯丁保健公司和南方保健公司等公司之间的合作等。国内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增多和不断涌现出来，例如杭州赛利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与浙江瑞达药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北京国丹药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吉林省一心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等。
如图4所示，在2011-2017年这一阶段中，专利合作进一步显著，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国外在华合作申请专利的机构形成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核心的研究合作团队，国内机构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南京优科生物医药研究有限公司和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代表的科研院所或企业逐渐成为该阶段中的核心节点。除此之外，各种类型的产学研合作也逐渐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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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6-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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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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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2017年
为进一步分析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结构的变化情况，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结构指标进行测度，选取指标有网络规模、网络边数、联结次数、网络密度、网络直径、平均路径长度、平均度、平均加权度、平均聚类系数和模块度Q值，各指标的计算和含义如表1所示。
表1合作网络结构指标的计算和含义
	序号
	指标选取
	含义
	目的

	1
	网络规模
	计算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反映网络规模大小，值越多说明网络规模越大

	2
	网络边数
	计算网络中节点间合作所产生的联结关系的总数
	反映网络结构关系，值越多说明网络结构越复杂

	3
	联结次数
	计算网络中所有节点累积合作的次数
	反映网络合作关系，值越多说明网络合作关系越强

	4
	网络密度
	


；其中节点数为，实际存在的边数为
	反映网络关系的密切程度，值越大表示网络结构越紧密，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密切

	5
	网络直径
	


；和表示任意两节点
	反映网络中两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最大值，值越大说明网络越稀疏，对应的网络传输性能与效率越低

	6
	平均路径长度
	


；和表示任意两节点
	反映网络中两节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值越大说明网络越稀疏，对应的网络传输性能与效率越低

	7
	平均度
	


，其中节点数为，实际存在的边数为
	反映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拥有的合作伙伴数量，值越大说明合作伙伴数量越多

	8
	平均加权度
	指所有节点加权度的平均值
	反映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合作关系，值越大意味着网络中某些节点间进行了多次合作，已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9
	平均聚类系数
	



；是指节点相连的所有节点间实际存在的边数，为节点的度
	反映网络中所有节点聚类系数的平均值，值越大意味着相邻的节点间越容易建立起合作关系。

	10
	模块度Q值
	




；表示网络中的社团，和分别代表社团内部的节点彼此连接的边数，以及与社团外部的节点建立连接的边数
	反映某种社区划分下的网络与不具有社区结构的随机网络之间的差异，对应的差异越大说明网络社区划分的效果越好。



根据表1列出的指标对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进行研究，结果见表2所示。由表2可以得知，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规模不断增长，网络规模数值显示，阶段一网络节点的值为275，阶段二的网络节点值为779，阶段三的网络节点值为1366，阶段三的网络规模较之阶段一扩大近5倍。从阶段一到阶段三的网络边数和联结次数都在大幅增长，这说明网络节点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次数都在增加。但是，网络边数的增速小于网络规模的增速，导致网络密度出现不断下降趋势，网络直径和平均路径长度也在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的合作网络越来越稀疏，网络中网络节点的增加使得节点间的距离变得遥远，导致网络节点网络传输性能与效率也出现了下降，这说明我国该领域中虽然参与合作的主体越来越多，但各创新主体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表2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专利合作网络拓扑结构衡量指标
	
阶段
	网络规模
	网络边数
	联结次数
	网络密度
	网络直径
	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度
	平均加权度
	平均聚类系数
	模块度Q值

	阶段一
(1996—2003年)
	275
	318
	104
	0.008
	4
	1.101
	2.313
	5.309
	0.933
	0.942

	阶段二
(2004—2010年)
	779
	616
	302
	0.002
	4
	1.308
	1.582
	3.872
	0.842
	0.991

	阶段三
(2011—2017年)
	1366
	1204
	500
	0.001
	6
	2.014
	1.763
	4.346
	0.799
	0.987



从网络节点的平均度和平均加权度来看，二者都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的专利合作在SARS之后的合作广度和合作深度有所下降，后面又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所提升。此外，该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领域长期的专利合作关系很难建立，创新主体之间的稳健合作很容易被打破。
3.2 个体结构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关键节点的演化，采用度数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进行统计，中心性指标可应用于识别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关键节点。度数中心性是衡量网络节点重要性的直接度量指标，值越大则表示其度数中心性越高，合作伙伴数越多；中间中心性是指某节点处于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上的次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充当中介的次数越多，调控网络信息资源的能力越强。特征向量中心性是衡量某一节点的相邻节点重要性，值越大说明该节点拥有更多重要合作伙伴，可供利用的重要资源越多。依据这三个指标分别统计该领域内每一阶段中专利合作网络中排名前五的关键节点，如表3所示。
表3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节点排序表
	阶段
	度值中心性排序
	中间中心性排序
	特征向量中心性排序

	
阶段一
（1996—2003年）
	康宾纳特克斯公司
东北林业大学
蒙彼利埃大学
先灵公司
卡利亚里大学
	蒙彼利埃大学
先灵公司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卡利亚里大学
美国先锋海布雷国际公司
	康宾纳特克斯公司
东北林业大学
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
蒙彼利埃大学
卡利亚里大学

	

阶段二
（2004—2010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诺瓦提斯公司
哈佛大学校长及研究员协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蒙彼利埃大学
哈佛大学校长及研究员协会
麻省理工学院
诺瓦提斯公司
	墨尔本保健公司
奥斯丁保健公司
圣文森特医院墨尔本有限公司
南方保健公司
贝赛德保健公司

	

阶段三
（2011—2017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
国家健康科学研究所
巴黎笛卡尔大学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埃迪尼克斯医药公司
蒙彼利埃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
巴黎笛卡尔大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巴黎笛卡尔大学
国家健康科学研究所
公共救济事业局-巴黎医院
卡拉翰创新研究有限公司



表3分别对三个阶段内该领域内专利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进行排名，可以看出中国机构在核心的关键节点上出现的频率不高，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度数中心性排序中，分别上榜的国内机构是东北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在第二阶段度值中心性、第三阶段的度值中心性排序、中间中心性排序和特征向量中心性排序中都排在第一位，这说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无论从合作伙伴的数量、对网络信息资源的调控能力来衡量，还是可利用的重要资源等方面实力都非常雄厚。相比较来说，国内企业的研发合作能力、发掘更好的合作者以及在网络体系中拥有的影响力和中介力还有待提升，特别是与全球创新能力较强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3药物维度分析
各类抗病毒化学药物中，抗SARS药物的数量较少，这里仅对抗流感病毒、抗艾滋病毒、抗Mers病毒和抗Ebola病毒进行分析，参见表4所示。
表4抗病毒医药分类分时专利合作拓扑网络结构衡量指标
	抗病毒医药种类
	阶段
	网络规模
	网络边数
	联结次数
	网络密度
	网络直径
	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度
	平均加权度
	平均聚类系数
	模块度Q值

	

抗流感
病毒药物
	阶段一
	75
	85
	28
	0.02
	4
	1.24
	2.27
	5.87
	0.91
	0.80

	
	阶段二
	214
	159
	90
	0.007
	3
	1.19
	1.49
	3.44
	0.94
	0.97

	
	阶段三
	365
	274
	157
	0.004
	4
	1.16
	1.50
	3.36
	0.87
	0.98

	
抗艾滋
病毒药物
	阶段一
	72
	86
	27
	0.03
	2
	1.03
	2.39
	5.17
	0.95
	0.82

	
	阶段二
	143
	114
	58
	0.01
	2
	1.08
	1.59
	3.72
	0.93
	0.95

	
	阶段三
	248
	228
	93
	0.007
	3
	1.27
	1.84
	4.81
	0.89
	0.96

	
抗Mers病毒药物
	阶段一
	83
	63
	35
	0.019
	2
	1.03
	1.52
	3.37
	0.93
	0.94

	
	阶段二
	331
	236
	130
	0.005
	3
	1.31
	1.52
	3.73
	0.93
	0.98

	
	阶段三
	517
	409
	207
	0.003
	3
	1.17
	1.58
	3.86
	0.88
	0.99

	抗Ebola病毒药物

	阶段一
	22
	13
	10
	0.06
	2
	1.07
	1.18
	3.64
	0.75
	0.76

	
	阶段二
	124
	80
	54
	0.01
	2
	1.09
	1.29
	3.16
	0.81
	0.97

	
	阶段三
	272
	217
	109
	0.006
	3
	1.45
	1.60
	3.85
	0.85
	0.96

	
	
	
	
	
	
	
	
	
	
	
	


1）各阶段的指标跟总体阶段的指标并不是简单加总或平均的关系，此表根据gephi软件计算整理而得
从网络规模即节点的数量来看，目前总阶段的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大小从大到小依次是抗Mers病毒药物、抗流感病毒药物、抗艾滋病毒药物和抗Ebola病毒药物，从各个阶段专利合作网络的变化速度来看，抗Ebola病毒药物的专利合作网络规模上升速度最快，从阶段一的22上升至阶段三的272，规模扩大超过12倍，其次分别是抗Mers病毒药物、抗流感病毒药物和抗艾滋病毒药物的专利合作网络；变化相对较大的是抗Mers病毒药物和抗Ebola病毒药物，网络密度分别从0.019到0.003、从0.06到0.006，分别缩小6.33倍和10倍，抗流感病毒药物和抗艾滋病毒药物的网络密度分别从0.02到0.004、从0.03到0.007，分别缩小5倍和4.28倍。总的来说，抗艾滋病毒和抗流感病毒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的变化幅度相对前面两种药物较缓和，这可能的原因是Ebola和Mers近年来才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流行性传染病，而艾滋病和流感的历史较长、医疗对象和救治药物相对稳定有一定关系。
3.4 省市合作分析
本节对我国各省市之间的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的专利合作网络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在1649条合作专利申请中，去掉第一申请人来自国外的情况631条，其中外国申请人来自国家前五位分别是美国、法国、日本、瑞士和德国，根据申请人分别匹配第一申请人和第二申请人所在的省市，采用Arcgis软件生成1996-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7年和总阶段四个图，分别对应绘制图6中的a、b、c和d。图中分别用点的大小表示省市的内部合作情况，用连线表示各省市之间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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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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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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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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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总阶段图

图5 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网络的省市合作情况
从图5a可以看出第一阶段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内部合作情况最多，而北京市与其他省的外部合作最多；从图5b可以看出第二阶段中，合作省市的节点较之第一阶段的节点增多，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的内部合作情况最多，北京与外部省市的合作网络进一步扩大，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外部合作不断增多，特别是上海市摆脱了网络“孤岛”的角色，与江苏省之间的合作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从图5c可以看出第三阶段中，合作节点出现的更多，合作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内蒙古、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市纷纷展开与外部省市的合作，外部合作中，与北京合作的省市增多，形成一个北京为核心的辐射网，但从合作强度来说，长三角地区的核心省市如浙江、江苏和上海以及珠三角的广东省形成的合作网络更加稳固；从图5d可以看出总阶段中，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成为重要的几个节点，北京与山东、北京与上海、山东与江苏、江苏与浙江、上海与广东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
4总结
本文通过我国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新的专利合作网络研究，拓展了对我国抗病毒化学
药物创新主体、药物发展和省市合作的知识流动和创新演化规律的认知，主要结论如下：
（1）从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时间维度来看，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合作关系和合作次数一直在增加，但网络密度出现下降趋势，表明该领域中各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合作空间。此外，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SARS的发生和重要政策的出台，会大大推动以专利为代表的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
（2）从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关键节点来看，不同阶段的变动比较大，能够连续出现在两个阶段或以上排行榜的机构较少，这说明新冠肺炎抗病毒化学药物开发难度大，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机构不太容易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药企更多受商业利益驱动，针对重大公共疫情的疫苗和药物等突发传染病的研发并不积极，导致较难形成长期的研发合作关系。由此，政府应当长期资助有关企业的药品研发，创造公共卫生用药的技术储备和战略模式以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
（3）从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药物维度来看，可以看到抗Ebola病毒和抗Mers病毒的专利合作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变化最大，抗艾滋病毒和抗流感病毒专利合作相关指标的变化相对较小，这与病毒的特性有关。与Ebola和Mers等新出现和流行性传染病相比，艾滋病和流感药物都属于历史比较长、慢性感染时间长的药品，每年亦有固定的患者群体，因此合作网络变化相对缓慢。
（4）从防治新冠病毒化学药物专利合作网络的省市维度来看，各省市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与外部合作的省市节点不断增多。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这几个省市不论是外部合作还是内部合作都比较密集，其中，北京与外部省市的合作最多，形成一个核心的辐射网，但从关系强度和合作密切度来说，出现了从北京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省市转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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